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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元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呈现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化的研究特点。元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脱颖而出，

备受学界瞩目。三年以来，学界围绕元代各个区域，以“社会治理与基层秩序”、“家族社会”、“经

济与法律文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具体研究与方法论的紧密结合，也预示

着元代区域社会史范式的更替与精细化过程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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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Yuan histo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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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expansion and vertical deepening. Research on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in the Yuan Dyn-
asty stands out and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cused on various regions in the Yuan Dynasty, focusing on various top-
ics such as “social governance and grassroots order”, “family society”, “economic and legal documents”, 
and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specific research and 
methodology also heralds the replacement and refinement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paradigm in the Yu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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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元代区域社会史概念的界定与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范式有所更替，通过对地方区域的具体事例研究来扩充宏大

叙事涵义内的历史研究已经基本成为学界共识，传统文本文献之外的文本也被纳入“史料”的实际运用

分析中，“口述史研究”、“群体记忆”、“历史书写”等新兴研究方法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也日趋紧

密。方法论的范式转移实际上昭示着中国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模式的展开。在这一研究

框架内，区域作为研究载体，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华南研究”、“(华北)山西研究”、“西南

研究”等区域研究成为诸多学者聚焦的重点区域，以至于学术圈层的联动与外延接连产生。众多高校与

科研机构纷纷挂牌成立“社会史研究中心”等实体单位，可见社会史研究或者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历史学

发展的重要程度。此外，相关学者基本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多采用“长时段”视野去审视

自身研究的内在理路。尽管有碎片化的担忧，但微观史依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宏大叙事亦未

能消逝在研究人员的目力之内，反而通过对政治史的重新审视逐步迈进到之前的话语体系之中并超克原

有秩序，形成新的史学话语体系。这两点无疑值得我们后来者端详其内在意涵，以免方枘圆凿，不得要

领[1]。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梳理其学术脉络，参稽众论，消融各见。首先需要清

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这一问题，唐仕春认为：“区域社会史大体呈现分支说和视

角说两种研究取向，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分支说取向的论著居多，但理论反思方面则以围

绕研究视角、方法而展开的探讨最为活跃。”[2]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思考视角，可以为我们进

一步思考区域社会史的功能定位提供基础。其次，我们需要平衡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之间的关系。处理

好“国家–地方”、“编户齐民–隐逸游氓”、“王朝国家–长时段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

区域社会史的前提[3]。前揭文已指出，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存在区域研究逐渐成为整体史研究的副本且无

法均衡区域社会的特殊性与国家整体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法回避的。 
从具体研究来看，区域社会在不同断代研究中也各有侧重。相较于近世史(明–清中期)、近代(晚清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如火如荼，中古史(秦至宋)的精耕细作，元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则稍显落寞与破碎，

这既存在元代统治时间较短、传世史料稍显不足、编纂体例有所不同等客观原因，亦与研究学者对元代

的社会性质与统治结构的功能定位有关。传统以来，元代史学研究主要围绕“阶级关系”、“社会性质”、

“隶属关系”、“中外交流”等问题展开讨论。近年来，针对元代社会性质和方法论的文章层出不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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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宋元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元明变革说”、“元至明前期整合说”等，在拓宽学者视野

的基础上，也给后人以启发。另外，元史研究也充分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目光逐渐下移，

对地方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尝试。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纷纷在其相关领域提出了对元代区域

社会史的看法，如郑鹏在《转向“江南”：元代法律社会史研究范式之提倡》一文中，明确提出“在具体

研究中贯彻‘长时段’和‘整体史’，并将视角下沉到‘区域’与‘地方’以此来解决元代法律研究中的

失语现象。”[4]此说颇具说服力。再者，蒙元史研究向来兼具“文献考索”与“审音勘同”两种治学基

本路径，近些年以来，元史学界在充分吸收前人著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在传世文献考订、史料蒐集整

理、多语种文本研究、历史书写、理论叙事等多个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为了更加具体地揭示上述趋势与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内在联动，本文将以近三年所刊登(出版)的重要研究为载体，并根据研究相关区域划分，

对其进行具体评述。希望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蒙元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潜在的问题形成一个相对

客观的认识。 

2. 元代北方区域专题研究 

元代北方区域的研究向来是元史的重点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整理、利用，

元代地方社会(区域社会)的研究推进与政治制度及文化的联系不断紧密，王锦萍《蒙古征服之后：13~17
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下文简称“蒙古征服之后”)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做了整体概括[5]，该

书作者利用相关碑刻与文本，探讨华北社会(主要是山西地区)在经历蒙、金战争(作者称之为“蒙古征服”，

虽与国内目前常见表述规范有异，暂用原称)后所经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形态的重塑。并着重分析民间信

仰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流变。在这一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北方路径”，与我们熟悉的“江南模

式”不同，该路径旨在突显由元代统治者所带来的“蒙古习俗”对华北地区的影响，华北乃至整个北方

社会的秩序重建，背后都有蒙古因素的彰显。蒙元时期华北地区的土地形态和资源分配方式较之于前代

产生了新的形态，以寺观为核心的土地网络对百姓的影响，也进而在传统儒家秩序外衍生出新的生活模

式和规范。作者指出，该模式在明代统治者力图弥合南北差异，科举文化重振后趋于式微，但该模式(路
径)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依然重大并延续至今。该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作者所用的五篇个案分析，

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宏博学识，二、三部分分别由结语和附录组成。纵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宏

伟愿景，希望通过以小见大，构拟出这一时期的华北区域历史变迁结构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

展现的个案研究，如元好问的个人经历与“金元之际的功名仕途”、“僧道、水利组织和乡村社会经济秩

序”二篇，对于揭示这一时期的社会秩序变化或有进一步的深入空间。此外，作者书名为华北社会秩序

变迁，但对于山西、河北的侧重程度亦有不同，对于两地的文化差异和地理特性分析稍显表面，这固然

受限于元代文献不足征，但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分析与碑刻运用或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总而

言之，该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与史料结合的范例样本，至于理论的使用，作者或许更加注意“宋元

明过渡”时期，元代的定位问题。这或许可以参考李治安、李新峰等学者观点。正如饭山知保对该书的

评论所言：“(蒙古征服之后)充分利用了碑刻材料，深入探讨当时没有受到中央政府或文人注意的问题。”

[6]这一点极为值得我们学习。 
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该书视野广大，

考证详密，作者同样将视野聚焦于元代华北社会，以科举文化和士人事迹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这一

时期华北社会中士人菁英的生活轨迹与华北社会形态。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十五章，第一部分主要围绕金

代科举与地方精英的互动展开，通过分析金代科举人数和应试人员的民族身份，作者指出金代女真儒生

化这一现象实际是在女真人完成对北宋政权的征服之后产生，也意味着军功机会的大大减少，使得部分

女真人选择读书作为阶层升迁的战略手段。这一见解，无疑富有卓识。第二部分作者在揭示蒙元时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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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士人科举形态与读书、交游环境时，以山西定襄县作为个案分析对象，考察这一时期的士人社会地位、

出仕倾向、应试与中试人数，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中下层官员形象与特质。同时，作者详细探讨了北方民

族的儒学研习状态与原因，得出的结论也恰恰反映了文化超越“民族形态”之上，且互为作用这一现象。

对于始终热爱儒学，而非仅仅作为考试手段的女真、蒙古士人，作者对其保持特殊关切，这一时代的变

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变动实际也有所裨益。总之，饭山知保的研究理路和对史料的运

用或许将持续对学界研究产生重要作用。此外，饭山知保的另一部即将出版的著作研究是利用碑刻展现

蒙古统治北方后，该区域的家谱编纂方式和碑刻文化受到蒙古习俗影响，亲属关系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动，

虽然文本以汉文为主，但蒙古文化对北方社会的影响也深刻表现其中[7]。 
求芝蓉与许守泯也先后将目光投向这一时期的历史，围绕金末元初的华北士人群体形态，做了仔细

考订并提出新的观点。《元初“中州士大夫”与南北文化统合》(以下简称求书)取材整合文、史异同，提

出“中州士大夫”这一概念，通过分析内部群体在新政权建立前后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取向之异同，结

合该时期士人的南北流动，揭示出他们在政教存续和国家认同等重大社会变化当中的自我调适所衍生出

来的各种影响[8]。 
朱建路长期深耕地方碑志，对元代河北社会发展模式有着独到的见解，《新出碑志与元代河北研究》

是其最新成果[9]。作者利用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分析“失序社会中崛起的

河北军功家族”、“元代河北的异域来客”、“蒙元时期的河北地区佛教与道教”、“蒙元治下的河北经

济与社会”四个板块，指出在蒙元治下的河北，除了是蒙古贵族的投下领地外，同时也是民族交往的大

熔炉，河北的发展状况实际也是蒙元政治中“蒙–汉”二元性质的缩影，该书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

可补前揭诸书之不足。在附录中作者整理的元代碑刻，也反映了作者的朴实学风。王翠柏持续关注元

代河北地区家族研究，三年来，先后围绕金元之际汉人军功家族、元代真定安氏家族、元代汉军万户府

体系发表系列文章[10]。作者通过考察元代华北几个家族的变迁浮沉，认为军功与文化构成了这些家族

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家族社会史研究的认识。孙朋朋对这一时期的地方财政体

系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元代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受困于财力不足的现实，往往左

支右绌，不得已向民间筹集经费，由此使得以乡绅为代表地方力量开始参与地方政治决策，官民之间

的互动也体现出元代地方治理的多元化格局[11]。洪丽珠对元末华北诸位将领活动轨迹及其结局的探讨，

虽然侧重于政治与军事方面，但元明之际华北地区受军事活动的影响或许也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一

个学术热点[12]。 
近年来，学者们对民间习俗信仰在北方区域社会(以华北为主)研究中的功能特征也做了相关探索。沈

伏琼以蒙元时代山西玄中寺为背景，考订相关史实，揭示了这一时期蒙元统治者的相关政策及其实践对

山西社会的影响，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寺庙与官府之间权力互动的认识。该文考稽史实，纠正了

部分历史误区，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有一定意义[13]。马晓林勘订元代巨野县景教家族碑刻上的历史人名，

勾勒出该家族成员在元代中后期与汉人、景教徒、突厥背景官员之间的互动网络，人物考证详密，拓宽

了我们对元代中后期中外交流、民族融合的认识[14]。张俊峰、王洋通过对纯阳万寿宫的考察，揭示了“至

元焚经”时期的山西社会与全真教的发展脉络，以及山西长春宫与山西纯阳万寿宫的联系反映了背后的

权力网络体系，认为地方精英所塑造的社会记忆对构建山西道教文化产生重大作用，至今依然发挥其影

响[15]。周超宇通过考察元代山西牛王信仰类型以及百姓的奉祀关系，认为牛王信仰的仪式与百姓的奉祀

构成了互动仪式链，该场域的产生实际反映了民间信仰、传说与地方群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6]。苏相

禹、牛永利通过考释河南沁阳肖寺村一通元代济渎庙行宫碑记，推动了元代仁宗朝的民间祭祀与信仰相

关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们今天对元代豫西北百姓济渎信仰的了解[17]。杜林渊、邹楠以延安钟山石窟新

发现的“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碑文的考释，结合传世文献，对元代村社制度、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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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做了初步探讨，增进了我们对该时期朝廷对陕北佛教管理特征的认识[18]。孙列关注碑刻在元代岳镇

海渎祭祀中的功能与价值，对学者已有研究进行高度概括，并提出自己的新看法[19]。 
元史学界近些年尤为注重新材料对元代历史的释读，其中对“黑水城文献”、“纸背文书”的整理研

究是该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元代基层社会日常生活和运行机制的本文，对这些材料

的运用，是我们研究元代区域社会史不可或缺的一环。2021 年，杜立晖的著作《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

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出版，该书集作者多年心血，通过梳理汉文、蒙古文黑水城相关文献，结合新发

现的国家图书馆所藏《魏书》纸背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勾勒出元代地方(主要是西北地区)行政运行机制

的基本运作形态，可补正史之不足，有助于我们拓宽已有认识[20]。此外，杜立晖也考察了元代孤老钱粮

的来源和支取机制，结合其在日本天理图书馆所发现的元代黑水城文书，为我们展现了元代地方行政运

转流程与地方家族社会日常生活[21]，进一步拓展了学术视野[22]。卜凯悦通过考察元代亦集乃路平章把

都帖木儿及其家族降明一事，考订该家族在元末明初的浮沉变动，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情况[23]。
胡小鹏长期耕耘西北史地，其最新著作《元史及西北史地丛稿》考察了元代西北地区的族群关系，对史

料的解读有独到的见解[24]。此外，学者们也关心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吏治与司法问题，侯爱梅通过黑水城

出土文书中的三百多件元代诉讼文书中的 170 个案例，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治安和流民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25]。尤桦、冯倩考订黑水城出土元代 M1.1074 号书信文书，发现该时期存在基层吏员徇私舞弊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的吏治作风问题[26]。 
张金铣通过考述元代和宁路总管府结构与长官人员构成，剖析元代设置和宁路背后所反映的控驭漠

北意图以及受现实因素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指出元代中后期对漠北地区管控趋于松散，漠北政治地位持

续下降这一趋势。这对于我们考察元代区域政治地位升降与元代政治文化提供思路[27]。 
李治安、王晓欣团队主持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项目对元代北方地区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

救、发掘、整理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该项目成果有助于元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推进，值得我

们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对碑刻材料的研究。 

3. 元代江南及其他区域专题研究 

元代江南区域研究一直是元代区域社会研究的核心区域，历来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近年来赵世瑜

提出的“新江南史”更是统合诸说，使得学界对江南的整体研究更进一步，理论也更加系统。不过对元

代历史的注意仍稍显不足。植松正的《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是该领域的典范之作，长期以来，启

迪后来学者的治学思路[28]。近年来，元史学界也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以补正史讹误，于磊最

近出版的《元代江南知识人与社会研究》是这一方面的力作[29]，作者首先梳理回顾了日本学界近些年对

元代江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并着眼于宋亡元兴之际的江南知识阶层的政治选择、交游网络与社会秩序的

重建等议题进行讨论。其次，对元代徽州地区的石刻材料进行整理，讨论这一时期的儒户整体情况，并

将目光延伸至元明之际士人群体的“忠义观念”，对地方士人何以进入正史的历史书写进行了较有说服

力的分析。舒健、郭捷以元末江南士人与僧、道交游网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时期江南士人的文化圈层

和隐入佛道的心灵寄托背后的价值取向[30]。赵世瑜通过关注江南的“水上人”的身份与生活方式，对江

南水上人的“合伙机制”进行研究探讨，细化了江南水乡社会与秩序建构在元明时期的内在空间[31]。历

史记忆的生成机制也是学者热衷探讨的一个话题，赵发通过对“塔儿变色”这一谶谣生成背景与传播过

程的讨论，认为其被不同政治势力所利用，结合“五德终始”成为政治互动的产物，对社会舆论进行形

塑，并最终成为正史文本，体现了元末明初的政争的复杂性[32]。刘涛考察元代漳州路世袭万户马氏宗族

谱系，发现该家族祖先本为色目人，后代先后改为蒙古名、汉名，并在明清时期持续发挥作用，马氏家

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民族交往融合这一时代特征[33]。法律史与区域社会史的结合，是近年来又一学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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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郑鹏根据时人称“江南好讼”这一现象，围绕地方官员将儒家思想与息讼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认为无讼作为理想状态下的地方治理模式，实际往往容易演变成官员“怠讼”，地方矛盾并未得到有效

解决[34]。京杭大运河是沟通南北往来的重要枢纽，潘清[35]、特木勒[36]先后对元代政府对运河的疏浚、

维护、治理开发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向珊对任仁发治水一事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发覆任仁发治

水史料，比对多文本记载，考察了元代中后期浙西地区的基层社会生态与治理路径[37]。陈彩云、郑凯伦

围绕漕粮海运和江南滨海区域的开发治理等方面，认为元代运河的发展实现了附近区域社会功能与经济

类型的变革[38]。刘迎胜在其著作《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一书中，专辟一章来审视元代诗文中的“五国

城(别十八)”名称出现频率与所指意象，《困学斋杂录》中廉希贡的生卒年记载是否可靠以及廉希贡与鲜

于枢教育背后所反映的浙东地区汉–色目文人交游圈层(集团)等问题，考察了元代前、中期江南区域蒙古、

色目–汉族士人的文化交流的最终走向与内生动力，反映了该时期民族交融、交流、交往这一主流趋势

[39]。 
学者们也对元代对岭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经略治理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屈文军考察了社会治理

视角下岭南地区对族群的划分依据，强调了编户齐民对岭南地区文化塑造的意义。对元代文人记载中的

“岭南地区的他者想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宋元时期，汉化伴随岭南地区持续被纳入国家治理的

这一进程中持续开展，彼时受现实所产生的“汉人”与“蛮僚”并非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先驱，二者不具备

历时性关联，共时性基础也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一认同在明代渐生萌芽) [40]。赵炳林认为元代使用征抚并

用的策略，在当地设官治理，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41]。
蓝武回顾过去四十年来对学界对元代土司制度的研究，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要深化构建“中国土司学”[42]。
丁存金在总结过去学界对云南史地研究时提出蒙元史学界有“重北轻南”的传统，未来要加强对南方区

域社会的研究[43]。咸成海考察了元代科举取士对云南行省土司社会的影响，提出土司治理下的云南社会

在元代恢复科举后有儒学化的趋势[44]。孙诗超考察了屯田视域下的云南行省政治空间，认为屯田扩展了

云南行省内部区域间的政治职能[45]。陆韧、林晓雁探究了元代因俗而治，在西南所设的诸多管理机构，

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立，促进了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46]。上述文章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研究相对良好的势头，

但总的来说，相较于其他区域社会的学术研究与史料整理，这些区域整体研究偏少，或者在整体研究中

对元代历史释读相对偏弱，未来或许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的可能。 
王晓欣团队整理出版的《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

料》是近年来元史学界的又一重大文献整理成果，该书按照古文书学的整理范例，将《增修互注礼部韵

略》纸背图版进行录文、点校，共计整理九百多件元代湖州路户籍登记材料。学者们围绕该材料做了相

关研究。戴建国与郑旭东分别从南宋户籍制度[47]和户籍文本[48]入手考察湖州路户籍文书的制作及其衍

生过程与公文流转程序。耿元骊通过分析湖州路户籍的百姓家产情况，探讨了宋末元初该地区普通民众

的职业情况，统计归纳了土地使用性质，推进了宋元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研究[49]。王晓欣对元代户籍研

究提出了六点问题，认为元代延续了自秦汉以来的户籍基本格式，同时又增加了草原民族社会形态等因

素，对明代户役制度有重大影响。并提出元代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重大转折，继秦汉、魏晋、

唐、宋后第五个发展期的开端这一观点[50]。以上诸说，极大地推动了学界相关研究。 

4. 结语 

2020~2023 年，元史学界有关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随着蒙元史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充，发

展势头的日益良好，蒙元史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具体呈现为多语种文本分析的横向发展与传世汉语

文献的纵向突破。学界已经能够较为全面地回应受全球史观和蒙元历史叙事影响下的围绕 10~13 世纪欧

亚大陆历史所形成的多个历史命题，元代区域社会史在上述诸命题中的展开，无疑十分契合海内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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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趋势。此外，随着学者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宽，史料运用功力的不断精进，未来必将产生更多有分量

的元代区域社会历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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